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二〇二〇年      第四期     總第一四〇期

文史论丛内封2020-4.indd   1 2020/11/19   10:07:52



书书书

目　 　 録

再釋陳寅恪《先君致鄧子竹丈手札二通書後》 周清澍　 １……

西周恭懿孝夷時期的王室内部鬥爭

———以彝銘及竹簡資料爲中心的考察 晁福林　 ２９…………

郭店楚簡《老子》“絶僞棄詐”證説 寧鎮疆　 ６７…………………

魏國青銅器記容銘文中的“胾”和“■” 郭永秉　 ９３……………

格與禮法：再談高宗朝三次修格的内容與取向 吴麗娱　 １２１……

唐代的奏彈及其運作 吴曉豐　 １７５…………………………………

災異觀念與災難書寫：杜甫、白居易時事詩新論 吕家慧　 ２１９……

高駢的野心

———晚唐的朝廷、淮南節度使和揚州社會 陳燁軒　 ２４１……

杏雨書屋藏《金光明最勝王經》題記發微 陳麗萍　 ２６９…………

從大足石刻觀察宋代一些特殊的勞動婦女 程　 郁　 ２８５…………

曾鞏生平若干問題辨正 李　 貴　 ３２９………………………………



從韓國漢文小説異體字的使用看漢字的豐富性和

　 　 多樣性 孫　 遜　 ３５１……………………………………………

如何更好地呈現法制史料的特性

———《中国近世法制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述評

趙　 晶　 ３６５………………………………………………

《詩淵》存趙嘏佚詩六首 陳尚君　 １２０……………………………

唐末帝的遊戲詩 陳尚君　 １７４………………………………………

鮮于純叔非鮮于樞考 毛海明　 ２８４…………………………………

陸機《答賈謐》“惟南有金”别解 楊　 明　 ３５０……………………

　 　 本刊已被《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和 ＣＮＫＩ 系列數據庫、ａｉｒｉｔ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華藝在線圖書館收録，作者文章著作權使用費與本刊稿酬一次

性支付。

·２·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４，總第一四〇期）



如何更好地呈現法制史料的特性
———《中国近世法制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述評



趙　 晶

　 　 提要：日本東洋文庫於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出版《中国近世法制史料

読解ハンドブック》，由九位學有專精的研究者從宋代至民國的法

制史料中挑選出若干有代表性的實例，藉由不盡相同的運思路徑

與問題意識，通過文獻解題、史料譯注、歷史信息挖掘、書式剖析等

方式，展現解讀與運用法制史料的基本方法，是本領域具有代表性

的一部工具書。雖然該書在書式的可視性、檔案的虚構性、地方志

的證據性上存在關照不足的遺憾，但足爲中國學界撰作類似作品

提供借鑑。

關鍵詞：法制史料　 書式的可視性　 檔案的虚構性　 地方志
的證據性

自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學界就十分重視對基本史料

　 　　 　本文受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文獻學”交叉學科培育與建設計劃、德國洪堡基金會
資深學者資助計劃的支持。



的整理與研究，在文本解題、版本考析、史料譯注等方面取得了十

分豐碩的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業績之一，應屬滋賀秀三主

編的《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的研究》。①

該書彙集了當時中國學領域最有代表性的學者，分别就各

自專精的史料撰寫專題論文，如松丸道雄與竹内康浩“西周金

文中的法制史料”、高木智見“春秋左氏傳———歷史與法的源

流”、籾山明“雲夢睡虎地秦簡”、冨谷至“漢簡”、七野敏光“九

朝律考以及漢唐間正史刑法志”、八重津洋平“故唐律疏議”、

池田温“唐令”、奧村郁三“大唐六典”、大野仁“唐代的判文”、

岡野誠“宋刑統”、島田正郎“疑獄集、折獄龜鑑、棠陰比事”、川

村康“慶元條法事類與宋代的法典”、高橋芳郎“名公書判清明

集”、佐竹靖彦“作邑自箴———官箴與近世中國的地方行政制

度”、植松正“元典章、通制條格———附遼、金、西夏法”、佐藤邦

憲“明律、明令與大誥以及問刑條例”、山根幸夫“明、清的會

典”、濱島敦俊“明代的判牘”、加藤直人“入關前清朝的法制史

料”、谷井俊仁“清律”、萩原守“清朝的蒙古例———《蒙古律

例》、《理藩院則例》等”、寺田浩明“清代的省例”、中村茂夫

“清代的刑案———以《刑案匯覽》爲主”、森田成滿“清代的判

語”、岸本美緒“明清契約文書”、滋賀秀三“民商事習慣調查報

告録”、宫坂宏“革命根據地法制史料”、高見澤磨“中華人民共

和國法制資料”。

這些文章至少包含兩個方面的内容：一是便於初學者入門的

文獻解題；二是非常詳細的學術史述評，涵蓋對該史料本身的書志

學研究以及運用該史料的法制史研究等。這樣的内容設計，加上

執筆者皆爲一時之選，該書一經出版，就成爲中國法制史研究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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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滋賀秀三編《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１９９３年。



案頭必備之作，獲得了非常高的評價。①

時隔二十多年，包括日文成果在内的中國法制史研究日新月

異，新的法制史料也層出不窮，因此《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的

研究》的許多内容都略顯陳舊，學界亟需替代性的成果問世。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的東亞研究部中有一個中國法制

研究班，一開始以“前近代中國民事法令的變遷”爲主題，後來改

成“宋以後的法令分析”，自 ２００３ 年以來，已陸續出版了四種研究
成果，②其中最新的一種是東洋文庫於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發行的
《中国近世法制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以下徑稱“中國近世法

制史料解讀手册”）。雖然該書在體例、内容上與《中國法制

史———基本資料的研究》大相徑庭，但作爲以法制史料爲研究對象

的工具書，兩者的本質與功能是相同的。

本文擬對該書略作評述，或許有助於展現日本學界在中國近

世法制史研究領域的最新動向，也希望借此向日本學界介紹部分

中國學界的研究進展，表達中國學者在法制史料運用上的一些看

法。

一　 主 體 内 容

由於經費限制等原因，該書並未公開出版，而是以“非賣品”

的方式印行，由東洋文庫及作者寄贈海内外相關學術機構和研究

·７６３·如何更好地呈現法制史料的特性

①

②

如チェンポール《書評：滋賀秀三編〈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の研究〉》，《法制史

研究》４４，１９９４年，頁 ２４５—２４９。
此前三種分别是大島立子編《宋—清の法と地域社会》，東京，東洋文庫，２００６ 年；
大島立子編《前近代中国の法と社会———成果と課題》，東京，東洋文庫，２００９ 年；
山本英史編《中国近世の規範と秩序》，東京，東洋文庫、研文出版，２０１４年。



者；但爲了便於流通，東洋文庫於同年 ５月在網絡上逐章公布了完
整的 ＰＤＦ版，①任由讀者下載、瀏覽，頗具公益精神。

該書有九位執筆人，彙集了日本東洋史、東洋法制史學界的耆

宿與中堅。最年長者，當屬出生於 ２０ 世紀三十年代的濱島敦俊，

年逾八旬，現爲大阪大學名譽教授，著有《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研

究》、《總管信仰》等；其次是出生於四十至五十年代、陸續從各自

服務的大學榮退、仍筆耕不輟的學者，如愛知大學名譽教授、著有

《蒙古的征服王朝》等的大島立子，上智大學名譽教授、著有《唐宋

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唐宋時代的家族·婚姻·女性》、《南

宋地方官的主張》等的大澤正昭，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著有

《清代中國的地域支配》、《赴任的知縣》等的山本英史，以及御茶

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著有《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變動》、《明清

交替與江南社會》、《風俗與時代觀》、《地域社會論再考》等的岸本

美緒；最後是出生於六十至七十年代、在教學與科研上最富活力的

學者，如青山學院大學文學部教授、著有《宋代民事法的世界》等

的青木敦，國士館大學文學部特任教授、著有《傳統中國的法與秩

序》等的小川快之，中京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准教授、著有《清代秋

審制度與秋審條款》、《清代地方秋審的程序與人犯管理》、《清代

秋審文書與“蒙古”》等論文的高遠拓兒，九州大學大學院法學研

究院教授、著有《〈臺灣私法〉的成立過程》、《近代中華民國法制的

構築》等的西英昭。其中，出身於法學專業者，僅西氏一人，且還是

唯一一位近代研究者，其餘學者皆出身於文學部東洋史專業；在這

些東洋史學者中，大多數是基於社會史、經濟史等立場關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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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登陸如下網址：ｈｔｔｐｓ：／ ／ ｔｏｙｏｂｕｎｋｏ． ｒｅｐｏ．ｎｉｉ． ａｃ． ｊｐ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ａｇｅｓ＿ｖｉｅｗ＿
ｍ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ｖｉｅｗ＿ｍａｉｎ＿ｉｔｅｍ＿ｓｎｉｐｐｅｔ＆ｉｎｄｅｘ＿ｉｄ ＝ １２４３＆ｐｎ ＝ １＆ｃｏｕｎｔ
＝ ２０＆ｏｒｄｅｒ ＝ １７＆ｌａ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ａｇｅ＿ｉｄ ＝ ２５＆ｂｌｏｃｋ＿ｉｄ ＝ ４７。



制”主題，①僅高遠氏一人常年專注清代秋審制度，這是“本格”意

義上的法制史研究。

無論各自的旨趣與研究路徑爲何，法制史料始終是這些學者

引以爲證的論據，各章所涉史料基本上都屬於他們多年浸淫、學有

所長的領域。如青木氏選讀的《名公書判清明集》、《慶元條法事

類》、《宋會要輯稿》刑法二“禁約”，大島氏選讀的《元典章》、《至

正條格》，山本氏選讀的刑科題本、上諭檔、宫中檔漢文硃批奏摺、

太湖廳檔案、巴縣檔案，皆是目前研究南宋、元代、清代法制史所需

參考的最基本的材料，任何研究者都無法視而不見；高遠氏選讀的

《秋審招册》是其研究重心所在，至於作爲輔助的《大清律例》、《大

清會典》，他也從中挑選了與秋審直接相關的條文；雖然契約是許

多社會史與法制史學者都極爲重視的史料，但就契約研究的學術

史與未來展望而論，岸本氏應是最有發言權的學者之一，②所以在

“契約文書”部分選擇了土地絶賣文書、家屋典賣文書、典妻文書、

投主文書、分家書、合資文書各一件加以解讀；如前所述，濱島氏曾

撰寫過名篇“明代的判牘”，所以在“明代法制史料”章中，他首先

挑選了《雲間讞略》以及《皇明條法事類纂》、律學著作《讀律瑣

言》，而最體現其研究旨趣的，是從正德《江陰縣志》、乾隆《永定縣

志》、萬曆《秀水縣志》中檢出數條法制史料，可見地域社會史的底

·９６３·如何更好地呈現法制史料的特性

①

②

如濱島氏曾言：“判牘資料是一種法律文書，就其他國家的歷史研究來看，這類資料

很早就受到重視，歐洲或日本的歷史研究都注意到訴訟資料背後所反映的社會實

態。所以重視判牘，並不是要進行法律史的研究，而是收集社會史的資料，這些資

料具體顯示社會的關係，以及人羣的行爲與反應。”參見張繼瑩《專訪濱島敦俊教

授》，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明清研究通訊》４５，２０１４ 年（ｈｔｔｐ：／ ／ 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ｇ．
ｓｉｎｉｃａ．ｅｄｕ．ｔｗ ／ ｃｎ ／ ｃｎ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４）。
除了前述收入滋賀氏主編《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的研究》的“明清契約文書”

一章外，她還撰寫過《明清契約文書研究の動向———１９９０ 年代以降を中心に》，大
島立子編《前近代中国の法と社会———成果と課題》，頁 ３—２２。



色；大澤氏此前以唐宋農業社會史、《名公書判清明集》的文本研

究等著稱，近年來學術興趣轉向明代日用類書，①因此他以《鳴情

均化録》爲解讀對象；小川氏最近的研究重心也從宋代轉向明清，

此次負責“碑刻資料”一章，選讀的清代地方志中關於告示、禁令

的史料，與其此前關注清代溺女習俗時側重地方志記載的傾向有

關，②此外他還解讀了宋代墓誌銘、清代告示碑記與會館碑記；至

於西氏，研究主題雖從早年的日據時代臺灣習慣調查與《臺灣私

法》報告書的編纂轉入清末民初的法典編纂、習慣調查與法學學術

史，但一直對近代中國法制史料及相關研究狀況有通盤瞭解，③所

以在“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法院訴訟記録”章中，選讀了《大理

院判決録》和《北洋政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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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已發表的單篇成果有《〈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所引唐·王旻撰〈山居録〉について》，

《上智史學》５５，２０１０年，頁 １１１—１４０；《〈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所収〈山居録〉の研
究：訳注稿（１）》，《上智史學》５９，２０１４ 年，頁 １０３—１２６；《〈山居録〉の史料的活用
について》，《唐宋変革研究通訊》６，２０１５ 年，頁 １７—３９；《〈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所
収〈山居録〉の研究：訳注稿（２）》，《上智史學》６０，２０１５ 年，頁 ３１—４３；《明代日用
類書の告訴狀指南：“土豪”を告訴する》，《唐宋変革研究通訊》７，２０１６ 年，頁 ４５—
６１。此外，還有他主持的科研費基盤項目“宋—明代日用類書の基礎的研究”
（Ｃ１５Ｋ０２９２３）的系列報告書，如大澤正昭監修，杉浦廣子編《明刊本日用類書國内
所蔵機関目録稿》，２０１８年 ３月；大澤正昭監修，杉浦廣子編《明代日用類書研究論
文·著作目録稿》，２０１９年 １月，修訂版則刊於趙晶主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
第 １３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頁 ５６０—５９３；大澤正昭《〈新刻天下
四民便覧三台萬用正宗〉巻八律例門（上層）“招擬指南”訳注稿》、《〈新刻天下四

民便覧三台萬用正宗〉巻八（下層）“鳴情均化録”未収録條文訳注稿》、《〈新刻天

下四民便覧三台萬用正宗〉巻八（下層）律例門訳注稿》，２０１９年 ３月。
參見小川快之著，趙晶編譯《傳統中國的法與秩序———從地域社會的視角出發》第

二編之《清代江西、福建的“溺女”習俗與法———以與“厚嫁”、“童養媳”等習俗的關

係爲中心》，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
如他曾爲岡本隆司、吉澤誠一郎所編《近代中國研究入門》（東京大學出版會，２０１２
年）撰寫第二章“法制史”；就此次選讀的司法文獻而言，他也曾撰有相關書評，如

《批評と紹介：黄源盛纂輯〈大理院民事判例輯存〉》，《東洋學報》９５—４，２０１４ 年，
頁 ４２２—４２９。



總體上説，作者們對各章的謀篇佈局基本都遵從了“凡例”的

要求。除每章的“總説”外，各章對於每一種史料的解讀都由“解

題”、“史料”、“解説”、“書式”、“參考文獻”構成。

其中，“總説”基本上是對某一時段的法制史料或者某一類法

制史料的總體情況進行概括性介紹，當然也存在例外，如高遠氏、

西氏側重敍述與擬解讀史料相關的法律制度。各位作者采用的敍

述方法不盡一致，或簡或詳，詳細者如大澤氏梳理了宋至明代日用

類書的存量、明代日用類書的研究簡史等；或就事論事，或借題發

揮，後者如青木氏比較了傳統目録學與現代書志學對於不同法制

史料的定性與歸類。

“解題”針對的是擬解讀的某種史料，交代其基本内容、成書

時間、分佈情況、相關版本等基本信息；“史料”在原則上被劃分爲

原文過録、日文訓讀、詞語解釋、日文翻譯四個部分，如濱島氏還增

加了“構成”部分，從公文運作、訴訟程序等角度拆解史料，更加便

於讀者理解；“解説”針對被翻譯的這段史料，闡述解讀者的看法、

可以引申討論的問題點等；“書式”交代的是這段史料的格式樣

態，或是作爲文書的格套用語等，有的部分需與作爲附録的“書

影”相互參照；“參考文獻”列出解讀這段史料所參考的學術成果。

應當説，這部“手册”涵蓋宋代至民國各個時段、各種類型的

法制史料，彙集相關領域學有專長的執筆者，以總體概覽、個例釋

讀相結合的方式，引導讀者掌握解讀與運用史料的基本方法，確實

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法制史料讀本。

二　 思路各異的解讀方式

該書的主體部分自然是史料的日文翻譯與重要術語的解釋，

·１７３·如何更好地呈現法制史料的特性



但若僅限於此，這不過就是一本各個時段重要法制史料的選譯彙

編而已，所謂的“述評”，也就只能圍繞翻譯是否準確、名詞解釋是

否恰當展開。然而，作者們的意圖顯然不限於此，筆者在閲讀的過

程中也能感知他們在選擇與解讀相關史料時不盡相同的運思路徑

與問題意識，這是該書最難能可貴之處。

青木氏將“法制史料”區分爲“司法”（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和“法律及
其制度”兩個層面，前者包括律、律例、敕令格式、令等基本法典以

及書判、判牘和契約文書等，後者則指會要、會典、三通等一般性的

制度史料。而他之所以選擇《名公書判清明集》、《慶元條法事

類》、《宋會要輯稿》中與債權、經濟相關的史料，其實是想展現不

同層次史料的不同用途。如法典的條文是否爲書判所引用、經過

怎樣的制度變遷纔形成慶元時代的法律條文，上述三種史料在回

答這些問題時各有其獨特的價值；又如書判所引用的條文自然不

如法典齊全，但它有三點特性值得研究者注意：

一、在《清明集》中發現了許多未見於《慶元條法事類》

等的法律條文；

二、從被書判引用的頻率可以推知各個法律條文在當時

社會中的重要性；

三、從節引的狀況可以瞭解各個法律條文中的重要部

分。①

青木氏所解讀的這篇書判《質庫利息與私債不同》出現了兩段法

條節文“以財物出舉，而回利爲本者”、“積日雖多，不過得一倍”，

徵諸《慶元條法事類》，它們分别來自《雜敕》與《關市令》，但在唐

代《雜令》、北宋天聖《雜令》和元初的《至元雜令》中，它們又同屬

·２７３·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４，總第一四〇期）

① 山本英史編《中国近世法制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東京，東洋文庫，２０１９ 年，頁
１５—１６。



一個條文。這既反映了南宋敕令在這一源流體系中的特殊之處，

也反映了“條法事類”這種彙編模式的便利所在。

元朝在中國近世法制發展過程中的地位日益受到學界重視，

如柏清韻（Ｂｅｔｔｉｎｅ Ｂｉｒｇｅ）曾在“内亞”（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視野下，標舉出
元朝法律上承遼金、下啓明清、有别唐宋的法律特性，如殺傷行爲

所引起的損害賠償（刑法）、父母在世的分家析産與女性繼承權的

削弱（繼承法）、收繼婚（婚姻法）。① 大島氏在選取代表性史料進

行解讀時，也始終措意於此，如御史臺作爲與中書省和樞密院並舉

的三大官府之一的重要地位、飛放捕獵習俗在法律上的體現、僧侣

犯罪的特殊性以及不同羣體的司法管轄所衍生的“約會”制度、父

母在世也允許分家析産的繼承規則、婚姻法上的收繼婚現象、同居

親屬之間的殺傷行爲免徵燒埋銀、針對竊盜犯罪的刺字之刑、司法

對待與儒家理念不盡相同的地方風俗的態度等。

如前所述，作爲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者，濱島氏選擇史料與解讀

史料的眼光自然與純粹的法制史學者不同。從整章來看，江南的

鄉紳與地方秩序是關鍵所在。如他在“總説”中强調，明初發布的

《教民榜文》、犯罪與糾紛處理呈現出公權力（針對重事）與共同體

（針對輕事和民事）的二元格局等，都是王朝權力公開承認民間維

持自律性秩序的結果；他選擇的這些史料分别涉及對明代中期鄉

里社會中有權勢的“義官”犯罪的處罰、江南地區的地方官僚通過

牽强解釋法律的方式向盛行的民間繼承習慣妥協、地方官對地主

與佃農之間發生的欠租和抗租糾紛的處理等。通過這些史料以及

濱島氏的解讀，明清地域社會中的自律性秩序、官府與地方勢力之

·３７３·如何更好地呈現法制史料的特性

① Ｂｅｔｔｉｎｅ Ｂｉｒｇｅ牞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ｓ Ｍａｔｔｅｒｅｄ：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Ｌａｗ牞 Ｈｏｗ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Ｍａｔｔｅｒｓ牶 Ｗａｒ，Ｌａｗ，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ｒｉｓ Ｒｏｓｓａｂｉｐｐ牞 Ｌｅｉｄｅｎ牶 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７，
ｐｐ．８７ １０４．



間的合作和張力、地主與佃農之間博弈等皆清晰地躍然紙上。

與此相似，大澤氏着眼的關鍵詞也是“土豪”（即地方上有權

勢者、對國家統治有影響力的人），通過解讀日用類書所載對於

土豪的訴狀，可以展現這些人的勢力構成與結交權貴的手段

（“交結衙門”、“招亡納叛”、“蠱引奸徒、惡黨”、“故將伊男，營充

縣學，誇稱生員。近官説話，契結鄉宦”、“或著伊男，營充縣

吏”、“禮親六房，濃交吏皂”）、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惡事”

（“奸盜詐僞四犯俱全”）及具體細節。雖然這些描述必然有誇

張的成分，但如果與《名公書判清明集》對讀，①自然可以體會出

南宋至明代四百年間“土豪”形象的共通之處。大澤氏數十年來

致力於“對社會再生産的歷史性把握”，即從新的生産力論、家族

史研究出發，對本地社會的再生産條件進行研究，進而闡明與專制

國家之間互爲補充的關係，以“土豪”爲代表的“中間階層”乃是核

心所在。②

如果説其他作者將主要精力集中在解讀史料的内容上，那麽

山本氏的側重點則是在“書式”，如文書所見的各種自稱（臣、奴

才、身、小的）、文書各個部分的格套用語（謹題、爲×事、看得、據×

稱、緣、擬、等因、具題、合、謹題請旨、等語、諮、依議×、傳諭、覆奏、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謹奏、等情、具訴、伏祈、抱呈、呈爲×事、竊、據
×呈稱×等情×據此、奉此、准此、速速須牌、照得、合行出示曉諭·

爲此仰×等一體知悉、報狀）、文書的各種類型（如諭、批、旨），以及
呈狀的縱横欄格數、書寫時的“抬頭”等。這或許是受古文書學影

·４７３·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４，總第一四〇期）

①

②

參見大澤正昭著，吴承翰譯《南宋判語所見的地方權勢者、豪民》，徐世虹主編《中

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 ９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５年，頁 ３０１—３３２。
有關大澤氏的問題意識，參見趙晶《書評：大澤正昭〈南宋地方官の主張———〈清明

集〉〈袁氏世範〉を読む〉》，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 ４輯，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８年，頁 ２２１。



響的結果，其内容近乎“樣式論”，即關注文書的發出方、到達方、

標題、正文、結語、署名等位置關係及其書寫方法。①

高遠氏對於史料的選取與解讀采用了構思論文的方式。他先

在“總説”中概述了包括秋審在内的清代刑事司法程序；然後從

《秋審招册》中選取了兩個相關案件進行案情敍述，即李潰洲致小

功服兄李潰濚身死，被擬斬監侯，經過兩次秋審，改爲緩決，卻被同

時收監在禁的鄭耀淙、徐紹棠殺害；再分别立足於兩案所涉的主要

罪名，細繹《大清律例》“毆大功以下尊長”律和“謀殺人”律；最後

以光緒《大清會典》有關監獄制度的記載，再現第二個案件發生的

場景。這是相當典型的個案研究思路。

岸本氏對於各種契約的解讀具有寬廣的學術視野，她試圖以

這些有限的個例，或多或少地觸及 ２１世紀以後中國契約文書研究
的各種新動向：第一，着眼於此前未曾被關注的、具有特色的契約

文書羣，如與貴州的山林經營相關的文書以及北京水買賣權利文

書，由此闡明這些契約關係的獨特性質；第二，關注契約文書所含

的特定信息，如女性地位，將契約文書作爲該課題的主要史料進行

定量分析；第三，聚焦於特定的家族或家族羣，將與該家族相關的

文書網羅殆盡，從而描述其家族發展史；第四，將與契約相關的民

事糾紛及其解決納入視野當中，從而考察契約相關人的不同認識；

第五，思考中國的“契”、“約”與現代“契約”觀念的不同以及在法

秩序中國家與民間的作用。

小川氏對於碑刻、墓誌、地方志中相應史料的選取，集中在地

方官對特定行業、特定信仰與風俗的取締、禁戒領域，這自然也是

地方統治的重要方面，尤其是能從中體現地方官府與社會之間的

·５７３·如何更好地呈現法制史料的特性

① 小島浩之《中国古文書学に関する覚書》（上），《東京大学経済学部資料室年報》２，
２０１２年，頁 ８６。



互動關係。然而，遺憾的是，他似乎並未密切追踪相關領域的前沿

性研究，所以無論從系統性與問題意識層面都稍顯遜色。如近年

來，李雪梅在碑刻法律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研究上，皆有集成性

的成果推出，①若能加以參考，或許這一部分能顯現出更爲清晰的

敍述脉絡。

與前述山本氏一樣，西氏在該部分的敍述重點也相當與衆

不同。他以極爲耐心、細緻的筆調，逐一交代該主題所涉的基本

史料羣、應着重參考的研究文獻與工具書、解讀史料時需要注意

的相關事項等。譬如在列舉參考文獻部分，他會體貼地説明某

些史料在日本國内圖書館的收藏情況，以便於日本讀者按圖索

驥；在談到原檔釋讀時，他會提醒讀者注意當時繁、簡字夾雜的

狀況，以及建議讀者要對草書有所瞭解；在談到法律用語的理解

時，他會告誡讀者，因爲當時出版的法律用語辭典現在都已是很

老的舊書了，在圖書館調閲時一定要小心；在談到查找比較古典

的中文用詞時，他會提醒讀者《中日大辭典》增訂第二版比第三

版更好。這種娓娓道來的文風，不由令人産生置身課堂、聆聽講

授的錯覺。

總而言之，九位作者在該書中充分顯現了他們各自的學術旨

趣、關注的研究動向、迥然有别的文風，令讀者在深入理解被列舉

出來的史料之外，還能進一步掌握尋找史料、解讀史料、發現問題、

組織論證、回應既往研究的方法，作者們的良苦用心值得讀者認真

體會。

·６７３·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４，總第一四〇期）

① 李雪梅《碑刻法律史料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李雪梅《法制“鏤
之金石”傳統與明清碑禁體系》，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５ 年；李雪梅《昭昭千載：法律
碑刻功能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此外，關於石刻法律史料的概述，亦可
參見由她執筆的《中國古代法律文獻概論》第三章，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

究所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三　 可資拓展之處

當然，任何作品都很難盡善盡美，如翻譯理解或有可商榷之

處，行文偶見錯字誤字等，①筆者不擬逐一列舉。以下僅申言三點

“中觀”層面的問題，求教於作者及學界同仁。

（一）“書式”的可視性

該書在“史料”解讀部分，單列一項“書式”，目的即是展現法

制史料特有的形制、格式、寫法等。有的作者采用了文字敍述配合

“書影”的方式，試圖爲讀者呈現史料的原貌。然而，對於某些特

定史料，其實作者們也應留意現有整理成果中對於特定格式的特

殊處理方法。

以“元代法制史料”章爲例，大島氏已經説明，關於文書的結

構等參考了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②但對於洪氏整理本的重要

特色———以“换行縮格”形式處理公文書③———卻未能加以體現。

如大島氏在解讀史料Ⅷ《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嫁娶》“胡元
一兄妹爲婚”時，在“書式”部分以描述性的方式呈現這一文書運

作的過程：“原告首先訴諸所屬的社長，然後州、路、行省、負責監察

的廉訪司的文書申送情況，在‘江西行省據龍興路申’到‘據五都

第十六社長胡信甫狀申’中體現出來。”④

事實上，無論是史料的日文翻譯，還是這種運作過程的描述，

·７７３·如何更好地呈現法制史料的特性

①

②

③

④

前述東洋文庫的網站上已列出了“正誤表”，可供參照。

山本英史編《中国近世法制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頁 ５５。
相關説明，參見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序》，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２０１６
年，頁 ３４—３７。
山本英史編《中国近世法制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頁 ８７。



都很難充分展現“文書套文書”的公文格式。洪氏所采用的“换行

縮格”法，應是目前看來最爲直觀的一種方式。同樣以“胡元一兄

妹爲婚”案爲例，洪氏整理本的格式如下：

大德六年四月□日，江西行省：
　 據龍興路申：
　 　 承准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牒，該：
　 　 　 承奉行御史臺劄付，該：
　 　 　 　 據監察御史呈：
　 　 　 　 　 照刷江西行省文卷數内一件：
　 　 　 　 　 　 大德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據臨江路備：
　 　 　 　 　 　 　 新喻州申：
　 　 　 　 　 　 　 　 大德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據五都第十

六社長胡信甫狀：

　 　 　 　 　 　 　 　 （中略）申乞照詳。
　 　 　 　 　 　 　 得此。府司看詳，（中略）申乞照詳事。
　 　 　 　 　 　 得此。（中略）札付本路照驗去後，據檢校

官呈：

　 　 　 　 　 　 　 檢照得（中略），似爲長便。
　 　 　 　 　 　 大德五年正月初十日，又據臨江路申：
　 　 　 　 　 　 　 准廉訪分司牒，該：
　 　 　 　 　 　 　 　 前事若依省札已婚爲定，（中略）别無

兄妹成婚爲夫妻之禮。

　 　 　 　 　 　 　 申乞改正。
　 　 　 　 　 　 得此。本省看詳，（中略）回准中書省咨，

該：

　 　 　 　 　 　 　 爲前事送禮部議得：
　 　 　 　 　 　 　 　 胡元一係胡大安義子，（中略）具呈照詳。

·８７３·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４，總第一四〇期）



　 　 　 　 　 　 咨請依上施行。
　 　 　 　 　 准此。
　 　 　 　 今來卑職看詳，（中略）呈乞照詳。
　 　 　 得此。憲臺合下仰照驗行移有司，申覆合干上司

禁約施行。①

柏清韻對《元典章》婚姻部分的英文翻譯，也完全吸收了這種

“换行縮格”法，②可見學界的共識所在。因此，如果該書能够體現

洪氏本的這種格式，應該會更加有助於讀者理解整個案件所涉文

書的上申、下達流程。

（二）檔案的虚構性

山本氏指出，檔案是當時行政所用的實際文書，相比於以流傳

後世爲目的而編纂的大多數歷史文獻而言，它的史料價值非常

高。③ 這個判斷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可以成立，但我們同樣不能忽

視檔案本身也有其撰寫的特定“目的”。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Ｎａｔａｌｉｅ Ｚｅｍｏｎ Ｄａｖｉｓ）曾細緻地分析
法國赦罪檔案的虚構問題，並推測造成檔案虚構的各種原因。④

這一對待檔案的態度，同樣引起了中國法制史研究者的注意。

徐忠明以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廣東羅定州發生的梁寬殺妻案
爲例，仔細比對了刑科題本《題報羅定州人梁寬致傷伊妻譚氏身

死擬絞監候事》（光緒二年正月二十九日）與該案初審官員署理

·９７３·如何更好地呈現法制史料的特性

①

②

③

④

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典章十八·户部卷之四·嫁娶》“胡元一兄妹爲婚”，頁

６６４—６６６。
柏氏對“胡元一兄妹爲婚”案的英譯，可參見 Ｂｅｔｔｉｎｅ Ｂｉｒｇｅ牞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Ｋｈｕｂｉｌａｉ Ｋｈａｎ牶 Ｃ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ｉａｎｚｈａｎｇ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ｐ．１３９ １４３．
山本英史編《中国近世法制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頁 １９７。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饒佳榮、陳瑶等譯，劉永華校《檔案中的虚構———１６ 世
紀法國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講述者》，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羅定州知州杜鳳治所撰《望鳬行館宦粵日記》對該案審理的記

述，推測杜鳳治由於擔心在審限内不能結案，以“留汝一命”爲交

换條件，進行辯訴交易，爲此在初審看語中虚構了對梁寬有利的

案件事實，而這一虚構通過層層轉審程序，最終體現到了刑科題

本上。①

無獨有偶，梅凌寒（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以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寶
坻縣發生的鄭慶年鬥毆殺人案爲例，詳細比對了與該案相關的

刑科題本和保留在寶坻縣的司法案卷，同樣發現了兩者存在的

差别，又輔以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楊棟鬥毆殺人案和嘉慶十五年
（１８１０）倪文玉鬥毆殺人案，推論地方官在製作司法文書時，都會
在不同程度上重新描述案情、省略細節，以便符合相關的法律概

念和文牘範本的格式要求，這可被視爲是一種避免擬判被駁回

的策略。②

最近，王志强也利用地方檔案和中央檔案對鄭慶年鬥毆殺人

案所涉事實的不同建構，彰顯當時地方官對“諸證一致”標準的迎

合，指出這種證據標準的形成與州縣官對下權力龐大又備受上級

管控、督撫等高官的審理流於形式、中央書面覆核等機制密切相

關，最終引申至集權式科層制司法權力結構的背景剖析。③

因此，如果該書的作者能够吸收這些研究成果，在選取司法檔

案和進行解讀時引入“檔案虚構”的思路，或許更能體現司法檔案

·０８３·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４，總第一四〇期）

①

②

③

徐忠明《臺前與幕後：一起清代命案的真相》，《法學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頁 １５９—
１７５。
梅凌寒《刑科題本的擬成：以寶坻縣檔案與刑科題本的比較爲依據》，徐世虹主編

《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 １１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頁 ４２６—
４４５。
王志强《論清代刑案諸證一致的證據標準———以同治四年鄭慶年案爲例》，《法學

研究》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頁 １８９—２０６。



的特性。

（三）地方志的證據性

相比於滋賀氏所編《中國法制史———基本資料的研究》，本書

進一步拓寬了史料的範圍，增加了許多此前未被重視的文獻種類，

如日用類書、地方志、碑刻等。尤其是地方志，先後見諸濱島氏與

小川氏筆下，值得讀者重視。

如濱島氏在討論明清時期地方上爲何熱衷於編纂刊行地方志

時，談到地方志的三種功能：第一，保存該地區共有的歷史記憶並

使之傳世；第二，有助於新任地方長官瞭解自己管轄的地區；第三，

作爲當地鄉紳、士人階層向地方長官説明當地利害關係的工具。①

而無論是濱島氏還是小川氏，他們所措意的都僅僅是地方志記載

的内容。或許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地方志還有一種不容忽視的

法律屬性。

例如創建於明代的水利設施烏石潭陂（又名洋壕堰）爲江西

省南昌府靖安、奉新兩縣共享，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用水糾紛。乾隆

十六年（１７５１），靖安縣士紳趁重修縣志之機，建議將位於本縣境内
的洋壕堰載入新修《靖安縣志》。此舉引起奉新縣士紳的强烈反

對，因爲他們認爲烏石潭陂最早是由奉新縣余鼎漢等人鑿修，歷來

見載於《奉新縣志》，如果《靖安縣志》要記入，必須注明它的創建

事實。而靖安縣士紳則認爲洋壕堰本是天然水道，無需修鑿，與奉

新縣的烏石潭陂别爲二事，互不相干。這種針鋒相對的立場引發

了持續三年之久的訴訟糾紛，最終官府肯定了奉新縣民鑿修的事

實，並要求兩縣都要“刊石入志，永遵”。② 在本案中，地方志的記

·１８３·如何更好地呈現法制史料的特性

①

②

山本英史編《中国近世法制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頁 １３３。
廖豔彬《鄱陽湖流域水利糾紛與地方秩序———以乾隆年間江西奉新、靖安兩縣洋壕

堰文案爲例》，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２０１２年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頁 １８２—１９２。



載被作爲一種主張權利的事實證據，能否將水利設施修入地方志、

如何進行表述則成爲訴訟標的。

類似的情況，又見於嘉慶四年（１７９９）發生的“高陂塘糾紛
案”、道光三年（１８２３）發生的“槎灘陂糾紛案”、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發生的“北澳陂糾紛案”等。第一案發生於江西寧都州平陽鄉，該

地的高陂塘水歷來爲郭、張、崔三姓共同修治，各自進行分水引灌，

而新修江西《寧都州志》僅記張、崔兩姓祖先之功，而未及郭姓，由

此引發爭訟；①第二案發生在江西泰和縣，在重修縣志時，當地周

氏宗族與其他各姓族人圍繞是否删除舊志中關於周家祖先創贍槎

灘陂水利設施的記載而産生分歧，訴訟持續三年，甚至告到中央的

禮部、刑部；第三案發生在江西龍泉縣，同樣是以重修縣志爲導火

線，當地謝氏宗族與其他各姓族人圍繞究竟是謝氏祖上捐資購買

北澳陂贍陂田産還是由流域區六棚民衆共同購買産生分歧，於是

對簿公堂。② 總之，在上述各個案件中，爭訟雙方賴以爲證的主要

依據之一就是該事實是否見載於歷次所修老版地方志。

無論是祖上創建還是歷年供贍，這都被當作是一種“出資”，

成爲正當用水的權利基礎。地方志的記載也因此成爲“出資”憑

證，删修地方志、更改歷史記憶成爲權利與資源爭奪的一種手段，

這是理應被重視的地方志的證據屬性。③

·２８３·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４，總第一四〇期）

①

②

③

馮爾康《十八、十九世紀之際的宗族社會狀態———以嘉慶朝刑科題本資料爲範圍》，

《中國史研究》２００５年增刊，頁 １０７；常建華《生命·生計·生態：清代中葉江西的
日常生活———以 １０８件嘉慶朝刑科題本爲基本資料》，《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頁 １２６。
後兩案，皆參見廖豔彬《創建權之爭：水利糾紛與地方社會———基於清代鄱陽湖流

域的考察》，《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頁 １０５—１１０。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８日，我在讀到《泰和縣志》有關“槎灘陂糾紛案”的記載後，曾建議中
國政法大學 ２０１５級碩士研究生王文樟以此爲線索，思考官修地方志作爲權利憑證
與象徵性資本的屬性，該生遂又搜集到上述另外三案及其研究，特此説明。



四　 結　 　 語

上述“苛求”之論，其實並非完全針對該書而發。事實上，日

本學界至少已經爲全世界的中國法制史研究者提供了兩種集成性

的法制史料（或法律文獻）的研究成果，作爲中國學者，我們尤該

奮起直追。

早在 １９８６年，就有中國學者疾聲呼籲建立法律文獻學。① 事
實上，此前、此後皆有學者在法律文獻目録學、史料校勘整理、翻譯

注釋、概述解題②等方面做出了諸多貢獻，積累了寶貴經驗，但是

距離理想狀態還有很大的差距，或許我們可以分階段進行規劃與

預期：

首先，適時推出一種能够反映法律史料總體存量與研究現狀、

知識表達相對準確的法律史料學作品，③從而取代《中國法制

史———基本資料的研究》，並進一步將範圍拓展至與法律相關的文

物、遺址、圖像等非“文獻”的史料上，這可以定位爲“中國法律史

料學”。

·３８３·如何更好地呈現法制史料的特性

①

②

③

高潮、史幼華《建立法律文獻學　 推進法學古籍整理工作》，《政法論壇》１９８６ 年第
５期，頁 ６０—６５。
關於校勘整理、翻譯注釋的成果，不勝枚舉，此處不再詳列。有關目録學的代表性

作品，有張偉仁《中國法制史書目》（三册），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７６ 年；
高潮、劉斌《中國法制古籍目録學》，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至於文獻臚列與解
題式的作品，有張伯元《法律文獻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初版，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修訂；田慶鋒、何青洲、邢文豔《中國法律文獻學引論》，北京，中
國政法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田慶鋒《中國法律文獻學概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目前，已有嘗試性作品問世，即前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古

代法律文獻概論》。



其次，在前者的基礎上，凝結出更爲鮮明的問題意識，以此精

選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史料進行個案解讀，如措意於不同時段、不同

層次的法律史料對於相同或類似法律現象的不同呈現，又如關注

法律史料除“承載事實”之外的其他功能等，這就類似於《中國近

世法制史料解讀手册》。

最後，在綜合目録學、版本學、校讎學等相關成果的基礎上，以

古典文獻學或歷史文獻學的知識體系爲框架，編纂出能够體現法

律文獻特色、進而在方法論上反哺一般文獻學的“中國法律文獻

學”著作。

無論在哪個階段，日本學者集結各個領域的精鋭、持續進行共

同研究、羣策羣力完成一部水準整齊的集體作品的經驗，無疑值得

我們借鑑。

（本文作者係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４８３·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４，總第一四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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